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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须论两百年”

———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

李宏图

　 　 王养冲先生（１９０７—２００８）自留法归国后，教书授业长达六十余年。在其一生中，先生奋力开拓与

着力耕耘法国大革命史、西欧近代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这三个领域。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这些研

究领域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禁区，伴随着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春天，才重新得以研究。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全国从事这些领域，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回望四十年前的过去，

可以想象先生孤独的身影、执着的精神。同时，就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而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西方学

术界正在进行史学研究理论的创新和范式转型，而处在刚刚重新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界急切需要追赶

国际学术前沿。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先生一方面进行学术综述和评论的工作，将国际前沿的研究

成果引进来，另一方面又辛勤撰写文章，努力为这些研究领域建立起基本的知识体系、学术规范与研

究方法。

作为 ２０世纪的同龄人，先生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动荡，面对着自己的人生起伏，同时又作为历史学

家，这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对研究领域的选择与历史观。在先生涉足的几个不同的领域中，法国大革命

是先生用力最多、成果甚丰的领域。我常常想，先生为什么要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自己的第一课题来进

行研究？其实就个人的学术积累而言，思想史与哲学史才是先生在法国学习和研究的中心。也许先

生一生与 ２０世纪相伴，这促使他思考甚多。犹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样，内心始终装着这样的疑

问，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历经了诸多的革命仍然无法走出“旧制度”？因此，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先生率先写出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系列文章，获得学界赞誉。后

又著述法国大革命史，终于在 ２００７年出版了 ６５万字的《法国大革命史》（上卷）一书。

尽管先生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似乎给人以印象是先生只关注政治

史研究，其实在我看来，先生在内心深处关切的问题还是“社会”。这并非是因为先生在法国留学时，

师从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学派学说和欧洲社会学思想理论，１９４７ 年回国后又是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任教；而实在是因为，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才要着力去思考如何在中国构建起“社会”，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５，２０２０



走进现代“社会”。因而，他在 １９７９年开始讲授西方近代思想史时，特意加入了社会学思想的内容，后

将这部分内容整理为《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于 １９９６年出版。在书中，先生这样写道：“这些社

会学家的思想是从他们各自的国家，也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人类（如孔德、斯宾塞）和他们各自所处

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成果。他们对

于他们的历史、时代、社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研究，也能够使人们深化对历史、时代、社会的认识。懂

得它们，或许有助于更好地懂得西方的制度、社会，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推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

短短数语，其内涵十分丰富，也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后继续开拓的很多课题。

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先生的学术旨趣，理解先生为什么在致力于法国大革命等

领域的研究中，还是挤出时间来进行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在先生看来，既要重视历史实体的运动，

也要关注历史运动的思想观念性动力，先生将其称之为“精神运动”。因此，先生希冀通过对思想史这

一社会深层内容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欧洲为什么会走向“现代”，从而为中国找到参照。从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开始，先生即投入这一领域研究，直到 ２０００ 年，先生已是 ９３ 岁高龄之时，还在《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一文，这也是先生最后一篇学

术论文，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对思想史研究的看重，其不断开拓创新也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２００６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庆贺先生百年华诞时，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书名《下笔须论二百

年：王养冲先生百年华诞献寿文萃》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遗山）的诗句“撑肠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

二百年”。这正是对先生学术人生的总结。今天，在思考总结先生的学术品性和研究范式时，我们正

面临着新的不同境遇，不仅因为国际历史学界正在进行一次新的转型，其现实的历史运动也恰逢“百

年之大变局”，这些都将催生学术的蜕变和发展。正是在这一主旨下，我们组织了纪念先生的一组学

术论文。这些文章既是学术的一种接续，回应着生活在整个 ２０ 世纪之中的先生一生所关切的问题，

又是基于当下时代语境所进行的一种新思。例如黄艳红的文章从法国大革命的“美德”入手，在“时间

化”的视野下思考着大革命的革故鼎新，新旧转换，从而回答什么是革命这一主题。如果说革命是一

种“短时段”的事件的话，那么重回“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将会是阐释历史事件的最好方式与研究视

野，恰好国际学术界最近提出重回“长时段”的呼吁，而王加丰的文章则是对此的呼应和深入诠释。崇

明的文章则沿着先生对“社会”的思考，着力探讨不同思想家对“社会学”缔造者孟德斯鸠的理解；周

保巍和李宏图的文章则将先生所开创的“欧洲近代思想史”推进为“全球思想史”，希冀在全球的视野

下，理解“精神运动”，思考现代性，探讨未来全球秩序的构建。

承续与创新，这是学术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特质。作为先生的学生，

我想这些文章所展现的格局与新意既是学术代际转换的体现，更是今天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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